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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4年 7月，蘇精教授針對嘉慶 12年（1807）至同治 12年（1873）間，基督教傳教士在中

國採用印刷技術的轉變與影響進行探討，完成著作《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以

下簡稱《鑄以代刻》），並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付梓發行，通篇 500餘頁，為我國少見論

述東西文化交流之印刷史專著。關於清代中國西式印刷技術的導入，蘇精教授認為其特徵在於

西方鑄造活字的印刷方式取代了傳統中國木刻板印，並稱「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項似小而實

不小的改變」（注 1），這樣的改變來自於基督教傳教士與清代中國的接觸，也因此引發清末中國

印刷技術之流變及其後活字製作技術上的更新與影響。

為進一步釐清西方傳教士影響中國出版事業發展，蘇精教授為清末中國西方印刷技術導入

作一清晰明確歸納，將此過程區分為「討論與嘗試」、「準備與奠基」及「發展與本土化」等

三個時期，而此三個時期主要係以鴉片戰爭爆發（道光 20年，西元 1840年）及香港英華書院

轉手（同治 12年，西元 1873年）為分水嶺，並結束於戊戌變法，而此書雖約略涉及第三個時期「發

展與本土化」，然主要仍係以「討論與嘗試」、「準備與奠基」此二個時期為論述重點，即「傳

教士主導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六十餘年，而以 1873 年中國人買下傳教士經營的西式活字印刷中

文的重鎮香港英華書院為斷」（注 2），並且說明「1873 年英華書院的出售，象徵傳教士引介西

式活字印刷術來華行動的結束」（注 3），自此而後中國印刷出版業者則進入自行鑄造活字、推廣

的本土化階段。

根據蘇精教授序言中所稱，中國人取得西式印刷所經營權後，「西式活字印刷本土化的發

展，主要的推動傳播與使用者逐漸轉為中國人，文獻史料也以中文為主，而其影響所及更超越

了印刷生產方法的技術層面，及於中國圖書文化的各個面向，這些都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進行

更細緻深入的討論與解釋，不是本書可以容納得下的研究課題了」。（注 4）在這樣的結構下，蘇

精教授透過大量歐美史政機構典藏史料（包括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所藏倫敦傳教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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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圖書館所藏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檔案、衛

爾康醫學史研究所所藏馬氏父子檔案，及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美部會與聖公會傳教會等資

料），將當時西方傳教士來華時所面臨傳教之窘境與印刷方式及印刷場所變遷之原因與過程具

體詳細地描述，有趣的是，是書並透過探討印刷所所印刷書籍之目的、流轉、版本及其所採用

之技術，從而間接介紹說明相關之人事及印刷所之風格與做法，此亦為本書與其他相關論述不

同的地方，對於影響清末中國印刷事業的人、事、時、地、物有著明確且詳細、有據地論述與

介紹。

李志剛於《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稱「有關 1842 年前之中國教會史料，本屬稀罕有限，

至於庋藏歐美各國傳道會之資料更非易於蒐求」（注 5）；錢存訓〈歐洲印刷術起源的中國背景〉

一文中對於歐洲活字印刷和中國雕版或東亞金屬活字之間的關係，其稱「明確指出某人和中國

的印刷物發生接觸不一定可信，但經由不知名的傳教士、商人或旅行家從陸路或海盜將中國的

印本書籍、雕刻的書板或早於歐洲的金屬活字從中國或東亞帶到歐洲乃是極可能的」（注 6），無

不說明要明確論述何人將中國印刷技術導入西方世界是困難的，然是書卻能夠明確說明西方金

屬活字印刷技術係如何影響中國及其傳入中國之軌跡並使用大量歐美相關史料，著實凸顯其難

能可貴之處及價值所在。

貳、清代中國金屬活字的使用與轉變

蘇精教授於是書中積極釐清清代中國自傳統木刻板印方式，轉而採行西式鑄造活字進行印

刷之因素與過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金屬活字在清代中國的使用其實並不罕見，甚至可謂集

各朝代之大成，其中尤以清內府銅活字為代表。清康熙 40年（1701），陳夢雷著手彙編古今珍

本以成《圖書彙編》，前後歷經多次校修，經聖祖賜改名為《古今圖書集成》，並於雍正 4年

（1726）大成，全書一萬卷，總計 50餘萬頁、1.7億餘字。是書完成後，清內府並為此書製作銅

活字，於雍正 6年（1728）排印 64部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成為清代中國最具規模金屬

活字印刷作業。為有效管理書籍印製之品質與流程，朝廷更於武英殿修書處設置專門管理銅字、

銅盤之銅字庫，也因此令人質疑中西方印刷技術的異同與承屬是否真係由西方傳教士單方面的

影響所致？

事實上，關於《古今圖書集成》所使用銅字到底是以刻製或鑄製，至今仍有許多爭議，姑

且不論這批金屬活字的製作方式為何，《古今圖書集成》帶動了清代中國書籍編纂、印製的盛

世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金屬活字的製作無論在人力、經費上開銷，皆非尋常百姓所能支應，

也因此在當時銅活字即使多為官書所使用，隨著傳統雕版印刷潮流、銅價上漲及財政吃緊等背

景之下，仍不得不放棄既有金屬活字。根據葉德輝在〈宋以來活字板〉一文中所稱，「康熙年

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蕆功，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

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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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即可認識清康熙乃至乾隆期間金屬

活字的使用與散佚，並可從中了解金屬銅在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高價問題，終而放棄已經製好的

銅活字，無怪乎葉德輝深嘆「毀銅昔悔彼」。（注 7）

因為銅價逐漸攀升致使京師鑄幣經費高漲，高宗放棄了以金屬銅製作活字的方式，但並非

放棄以活字進行印刷書籍的技術。清乾隆 38年（1773），清廷承襲《古今圖書集成》之編印，

重新檢選珍本善籍，並設置四庫全書館以編印中國最具規模的叢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

的編印因種類繁多，傳統板刻刊印方式費時、費工，專責刻書事務大臣金簡提議刻製棗木活字

以加速書籍印製，遂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內府因具備活字印刷之經驗與認識，金簡的

提議很快為高宗所接受，並於武英殿內設置聚珍館，製成大小活字 25萬餘枚，並考量雕版相對

於「活字」，為不吉利之「死字」，遂賜名「聚珍版」以指稱活字印刷方式。

《古今圖書集成》及《四庫全書》的編印開啟了中國極具規模的出版盛世，其直接或間接

影響全國相關人才之培養、方法與制度的統一，其中，金簡將其聚珍版印刷模式撰寫成《欽定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更深刻影響中國活字印刷技術的流傳，只是金簡係以棗木進行刻製，而

非採用更耐用的金屬活字。有趣的是，即使清代中國對於金屬活字並不陌生，甚有論者以為金

屬活字技術係由中國經由歐亞大陸或海道而傳到歐洲，然不可否認，西方傳教士來華時，中國

不論在印刷的習慣、技術及相關人才上，仍以傳統木刻方式製作印板或活字為主流，活字印刷

方式倒是不容易見，這也致使利瑪竇等傳教士在印刷成本的選擇上，採用中國傳統木刻印刷的

做法，而非西方習慣使用的金屬活字印刷方式。

叁、製作漢活字的動機與癥結

中國傳統木刻印刷曠日費時，實在難以迅速大量地印製書籍，也無怪乎急於印製書籍宣教

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後會感到詫異與不解，「幾乎每位傳教士來華後，很快就了解了此種情形，

並對木刻印刷大表驚嘆，何以他們還要大費周章地推動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癥結就在於木刻印

刷不論技術、價格和工匠，沒有一項是傳教士能夠掌握的」。（注 8）根據蘇精教授書中所論述，

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中國後，自採行中國傳統印刷乃至放棄並改採西方活字印刷方式，其動機與

癥結可歸納為「傳教」、「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等因素。在傳教部分，儘管西方傳教士

初到中國，入境隨俗採木刻版印方式印製書籍，然在面臨清初禁教政策的處境之下，歷經多次

辛苦鐫刻板木遭到焚毀之經驗，考量活字印刷得以「備官府追查時可以迅速收拾轉移到他處繼

續印刷」（注 9），馬禮遜（R. Morrison）因此聲稱，「一旦證實活字印刷有助於中國傳教工作，

則他會加以利用」（注 10），也因此為其日後印刷模式的轉換留下伏筆。因此，我們可以說國家

政策與社會背景影響及板片遭到破壞係致使基督教傳教士放棄中國傳統印刷模式之兩大因素。

此外，書中並曾提及馬禮遜來華時的印刷出版經驗，其中有關馬禮遜所印刷書籍字體的轉

變，作者稱係因為蔡軒不再受雇於馬禮遜，然蔡軒的離職是否係受到當時社會壓力所致？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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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書並未提及，筆者會做這樣的判斷，係因為文中提到馬禮遜「深切瞭解自己印刷傳教書一

旦被中國官府發現，很可能遭到驅逐離華的後果，而協助他的華人身家性命更將陷入困境」（注

11），可是探究蔡軒的生長背景，受西方思想影響甚深，其兄蔡高更為中國新教徒之先驅，所以

到底蔡軒離開馬禮遜的原因是否真為受到社會環境影響所導致？（注 12）抑或是馬禮遜口中所稱

會從中抽取傭金的助理？倘若如筆者所推論，則我們是否可稱社會氛圍也間接影響印刷書籍的

內容版式？甚至縮小尺寸以利收存？是書對於當下中國社會對於西方傳教士的看法與態度等，

並未有深入的說明及探討，此為可惜之處。

再者，在中國禁教百年的背景下，馬禮遜等人深刻明瞭「圖書的效能是沉默但強有力的」，

因此就傳教這項目的而言，「印刷幾乎是唯一能運用的利器」，為達到這樣的目的，所印製書

籍需廣為民眾所接納，也因此在書籍印製的品質與外觀上格外要求，「1810 年他著手印刷第一

種中文書《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時，和印刷行講定的條件也是木板、刻工、紙張和裝訂都

要求第一等的品質」（注 13），只是，到底「第一等的品質」所採用的標準為何？雖然書中並未

有所介紹，但我們可以藉此得知，西方傳教士對於印刷品質的要求，其目的在於吸引眾人對於

書中內容的認識，而此吸引眾人的誘因倒也成為馬禮遜心中傳統木刻板印與西方鑄字印刷技術

之間的難以跨越的鴻溝。

在清代中國嚴禁傳教的威脅之下，西方傳教士印製書籍不僅難以尋找願意印製的印工，甚

至在價格上也被收取高額的酬勞，而好不容易製作好的板木則不利於保存，也因此在此成本效

率的考量上，興起了西方傳教士改採西方鑄造活字印刷的念頭。是書提及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

自嘉慶 19年（1814）起，為解決中英文一起印刷的問題，開始關注金屬漢活字的製作與使用，

初期仍考量「中國活字印本卻始終不如木刻印本賞心悅目」、「中文經典還是以木刻印刷勝於

活字」（注 14），以木刻為重、活字為輔，然隨著馬禮遜等人意識到漢活字有其必要性，「活動

中經常要使用或顯示中國文字，……，除了由自己手寫以外，幾乎沒有其他方法可行」、「中

文木刻印刷很不適合用於傳播及時而日常的出版品」，從而放棄「木刻印刷才夠莊重的觀念」，

因而開始呼籲漢活字鑄造與使用，促使歐美各國開始對於漢活字的製作產生興趣，從而刺激國

與國之間製作漢活字的浪潮。（注 15）

肆、鴉片戰爭與電鍍技術：西方印刷技術在華拓展的契機

道光 10年（1830）以降，馬禮遜宣稱「將鑄造活字視為第一等重要的事」（注 16），並投

入多年積蓄，開始積極發展鑄造金屬活字作業。其時馬禮遜的印刷事業係以活字為主、石印為

輔，其中活字部分更係以逐字雕刻與鑄造為核心，並不包含中國傳統的木刻板印方式。此時的

馬禮遜意識到「不論是經費或技術，逐字雕刻中文活字都是最昂貴與無法令人滿意的方法」（注

17），成本上的差距成為馬禮遜對於金屬漢活字使用與否的最大考量點，而如此的窘境一直到道

光 14年（1834）他離世時仍未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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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同時，對於漢字印刷方式的採用，麥都思則有著不一樣的看法，「我覺得石印機非常

適於中文印刷，……，而且可節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我認為石印機遠比木刻或活字好用，如

果能送一部到此間，將會開啟中國傳教事業的一個新時代」（注 18），將石印擺在印刷的第一位，

並稱石印方式印製中文書籍，甚可擺脫高價的中國刻工，可謂一舉數得。然而麥都思所倡導的

石印方式雖對於漢字印刷而言甚為有利，姑且不論其於傳教上因對華人傳統文化的鄙視而功敗

垂成，就石印機的推動與使用，馬禮遜也採用了相同的方法，然於印刷的細緻與美觀而言，在

華人藏書者的眼光中，仍無法與木刻板印及活字印刷等方式比擬。

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與清代中國之間的矛盾與摩擦浮上檯面，戰敗的清廷因此打開

了門戶，受到打壓的傳教士在傳教工作上獲得喘息與進展，原本為避免中國政府查禁而於海外

設置印刷所的傳教士們，紛紛改於中國境內成立，諸如道光 23年（1843）成立的上海墨海書館、

道光 23年（1843）成立的香港英華書院、道光 24年（1844）成立的澳門華英校書房、道光 25

年（1845）成立的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等，各地新置印刷所的印刷量，短時間內即超過海外所設

置的總量，效果頗為驚人，而新的製作活字的技術亦開始受到眾人關注，原本困擾傳教士們的

漢活字問題，則因「電鍍」技術而得以迅速且大量的複製。

由此看來，鴉片戰爭以後，清代中國新式印刷事業迅速發展，也因此令人好奇是否西方人

帶來的並非是新的技術，而是替代銅的另項金屬？抑或真正改變的是鑄造的技術，而非取代木

刻技術？清代中國銅錢係以鑄造方式製作，因此鑄造技術在中國並非難事，西方傳教士導入的

技術差異，或真正影響中國印刷大幅轉變的，應在於電的使用，而非傳統鑄造模式。此外，我

們可以發現「電鍍」（electroplating）一詞多次出現在蘇精教授書中，其稱基督教傳教士係以

電鍍方式快速複製金屬活字，事實上，「電鍍」一詞的用法其實會令人混淆，在現代的技術術

語中，利用電解技術複製金屬製品的方式稱之為「電鑄」（electroforming），此方式得以精確

複製郵幣印刷版、鉛字字模等微細、複雜和難於用其他方法加工的模具及工件。

伍、結語

綜上所述，藉由蘇精教授的論述，可以知道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擺脫了清代中國禁

教的束縛，將其來華多年漢字印刷的經驗與成果，移植於中國本土，致使中國傳統印刷技術面

臨西方低價、即時的金屬活字印刷方式的衝擊而崩解。事實上，取代中國傳統印刷並非易事，

新的印刷技術必定係有其顯著差異方能取代，而西方金屬活字印刷方式則解決了傳統木刻板印

高成本、無法即時印刷的困境，致使當時報紙、宣傳品的印製更加快速且方便（傳統木刻印刷

技術實在無法應付每天出版的報紙印製），而電鍍複製活字的技術則解決活字刻製上的麻煩，

無怪乎能夠吸引中國政府及人民陸續成為西式印刷所的顧客，甚而某些印刷所更由華人接下其

經營權，從而取代中國傳統印刷方式。

我們透過是書內容可以發現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歷程，係自封閉轉為開放，而印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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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官府不再施壓而愈加迅速，成本則因技術的成熟而轉向低廉，專業工匠的需求則由木刻逐

漸轉為金屬字範雕刻，印刷內容愈加多元，縱然蘇精教授稱「鑄造技術只是傳教士面臨的第一

個難題，如何在中國推廣使用西式活字印刷又是另一個難題」（注 19），然而，上述各項轉變影

響著傳教士放棄中國傳統印刷、改採西式印刷技術的癥結，恰係致使清末中國民眾採納使用之

因素。基督教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式印刷技術在精美的印刷品質及高效率、低成本的誘惑之下，

自然而然就讓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迅速傳播，雖然初期中國人對於新、舊兩種印刷術的不同特

性與原則有些陌生，然仍不減其時人們對於能夠低價且迅速進行印刷而趨之若鶩，此「似小而

實不小的改變」也得以引領清末中國進入高速的知識傳播時代。

可惜的是，關於中國印刷技術發展及清廷大規模的編輯事業，蘇精教授並未有深入說明，

此是否對於西方傳教士在導入西式印刷技術上有所影響？另，活字印刷並未若木刻雕版僅需寫

字上板的人識字即可，其後排版時所需之檢字工皆須有一定程度的教育基礎，懂中文的國外人

員畢竟是少數，其時中國民眾之教育程度及識字率是否對於活字印刷之推廣有所影響，此亦為

值得思考問題之一。再者，是書內容在時間呈現上容易令人混淆彼此間的因果關係，在〈導言〉

若能增加各項事件之時間表，相信對於讀者而言，更易掌握傳教士與中文印刷相互影響之過程。

此外，是書以〈姜別利與上海美華圖書館〉做結，對於閱讀者而言有種未盡之感，建議日後改

版時能夠考慮補充總結說明西方傳教士於此時期，對於中文印刷技術之影響與發展。而觀察《鑄

以代刻》中所徵引文獻資料，發現在撰述上係以檔案資料為最主要依據，其他資料鮮少使用，

香港大學所典藏馬禮遜特藏（Morrison Collection）內容即不少有關諸教士之孤本文獻，馬禮

遜日記、中國明清檔案資料等亦多相關資源，此亦為此書得以補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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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蔡運則負責雜役事務，然之後蔡高因與人相處不洽而為馬禮遜所解雇。然而兩年後（嘉慶 15 年，西元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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